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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摘要：为探究中国高新区创业生态现状，以115个高新区为样本，通过整体视角探讨影响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诸多因素间的复杂联动机制，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整合高新区创业生态中四类要素层面的7个变量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组合成的7条路径中3条为高效路径，能够有效提升创业活跃度；市场要素中出口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作为核心变量，其余要素只有与市场要素共存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中国高新区创业生态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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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entrepreneurship ecology in high-tech zones in China, this paper took 115 high-tech zones as samples, discussed the complex linkage mechanism among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of high-tech zones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and used QCA method to integrate seven variables of four elements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logy of high-tech zone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of the seven routes formed by the entrepreneurial ecological elements in the high-tech zone are efficient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mong the market factors, the export value and the technical contract turnover are the core variables, and the other factors can only play a better role if they coexist with the market factor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cology in China's high-tech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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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以下简称“高新区”) 是依托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殊区域。当前，高新区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优先采用的主流发展模式，并涌现一批以日本筑波、美国硅谷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创新创业集聚地。经过30多年的发展，高新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显现，高新区创业对创新、财富创造及就业等方面的集聚、辐射、孵化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可，且在缩小区域贫富差距、维护当地经济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现今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寻找最优的创业生态要素组合是高新区的重大使命，也是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对深入贯彻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打造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升级以及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业生态已进行大量研究，并取得丰富成果，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区域创业活动的涌现实质上是创业生态系统整体作用的复杂过程，涉及人才、资金、市场、交通等多类要素，此过程受诸多先发条件影响，包括科技人员、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出口市场等[3]。当前我国高新区正迈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逐步完善新时代高新区建设发展的规划布局和政策环境，旨在优化高新区创业生态环境，形成丰富的资源基础以协助新创企业获取和整合资源，进而推动高新区创业活动的涌现。然纵观已有研究，往往局限在单一要素，高新区创业生态多重要素协同作用影响高新区创业活动的作用机制仍未明晰[4]。基于此，本文依循已有研究，将高新区创业生态中人才要素的科技人员与城市人口、资金要素的 R&D 投入与政府补贴、市场要素中的出口与技术合同以及交通要素中的高速公路密度进行整合，通过定性比较分析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方法，从整体视角探析由 7 个前因变量组成的不同路径与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关系，在辨析不同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利于高新区创业活动开展的创业生态最佳要素组合。
2  文献综述与变量设计
2.1  文献综述
高新区创业生态的相关研究可追溯到区域创业生态系统。Dunn[5]和Cohen[6]对区域创业活动研究后发现，创业生态系统是区域内新创企业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载体，同时Cohen [6]明确将创业生态系统定义为在特殊区域内的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的聚集地，通过为新创企业发展提供支持来实现可持续发展。随后学者们又陆续提出新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已有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概念界定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共同构成的统一体；第二种是将创业生态系统视为新创企业依存的外部环境。基于本文研究旨在通过构建良好的高新区创业生态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吸引新创企业入驻，提升高新区创业活跃度，因此沿用第二种观点，将创业生态系统视为企业外部环境进行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高新区创业生态系统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一部分学者对国内外高新区进行深入研究，如Isenberg[7]以硅谷为例分析创业生态系统，得出了硅谷创业活动成功的主要模式，并认为多种要素协同联动是硅谷创业活力的内核动力；Needleman等[8]以芝加哥地区为例研究创业生态系统，发现成功创业的科技人员通过示范和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科技人员进入该地区进行创业活动。还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复杂性思想进行研究，如Lichtenstein等[9]采用复杂性科学观点研究新创企业创业活动的动态模式；刘霞等[10]经过分析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7个复杂适应特征，提出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CAS）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构建思路；杨勇等[11]在复杂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科技创业理论来构建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模型。此外Guzman等[12]在研究创业质量时发现，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区域环境依赖性，即创业质量较高的企业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通常出现在具有独特资源或资源较为集聚的地方。事实上，创业生态系统在区域构建时具有独特性，其形成与发展均依赖于有利的人才、资金、市场等其他环境支持要素[13]，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推动新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断为其内部主体提供人才、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等要素支持，协助主体快速进入和适应新市场[14]。然而创业生态要素的组合是不可复制的，因其形成于特定环境且受到要素间较为复杂的交互作用[3,7]，因此，在创业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只有各种要素、要素间协同联动同时存在，才能在该系统中形成“实时的有秩序创造”[15]；而在这一创造过程中，各种力量均不可或缺，这种新的非线性内部协同联动的复杂过程正是基于复杂和动态的情境而产生。
综上所述，创业活动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特殊事件，高新区创业生态是由环境中多种因素协同影响的复杂过程，不同区域的创业生态系统在资源基础、地理位置等要素上存在差异，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并不能简单叠加或复制。学者们对高新区创业生态这一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成果颇丰，然而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于高新区创业生态中的单个要素对新创企业创业活动的影响，并未聚焦于创业过程的本质，对于要素之间协同联合作用的复杂过程仍缺乏本质研究，难以得出有效适用于不同区域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路径来吸引企业入驻。事实上，当前我国各高新区之间的同质化模仿现象严重，并未基于自身优势要素作出差异化选择，对构建良好的高新区创业生态环境构成了挑战。基于此，本文从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出发，将其归结为人才、资金、市场及交通四类要素，辅之以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一步探析各类要素间的关系与互动问题，进而有效回答不同区域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根源，并寻找相应的提升路径，进一步完善不同区域高新区创业生态体系。
2.2  变量设计
高新区营造良好的创业生态旨在吸引企业入驻并顺利开展创业活动，然而不同创业生态要素的组合能够对创业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创业活跃度作为衡量高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指标长期受到创业领域学者的关注，本文参照Reynolds等[16]对创业活跃度的测量方法，选取《2016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高新区工商注册企业数量来衡量高新区创业活跃度，如表1所示。其中：
（1）人才要素。人才要素是创业的第一要素，是高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因素[14]，其中城市人口数与其对应配的科技人才数是高新区新创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7]。城市人口是高新区新创企业劳动力资本的主要来源，城市人口集聚能够促进高新区发展[18]；此外，科技人员也是人才生态环境中的高端人才资源，对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促进作用[19]。基于此，本文将城市人口数量和科技人员数量作为高新区创业生态中人才要素的测量变量。
[bookmark: OLE_LINK4]（2）资金要素。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创业生态资金要素对提升创业活跃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0]。R&D投入是反映区域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指标，能够提高区域要素生产率[21]，对新创企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2]；除研发投入外，国家和地区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大力促进区域创业，实行政府补贴进行资金支持，旨在推动创业企业发展，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22]。基于此，本文将R&D投入及政府补贴作为高新区创业生态的资金要素。
（3）市场要素。市场是高新区创业生态形成和发展的外在基础，也是新创企业实现价值的基础[23]。其中，出口额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和市场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24]；此外，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增长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与科技相结合，有利于高新区新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和创业存活率[25]。基于此，本文对高新区创业生态市场要素的测量主要从出口市场和技术市场两方面体现，包括出口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两个变量。
（4）交通要素。交通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流动以及城镇演变发展速度进而影响高新区创业活跃度[26]。张梦婷等[27]更加全面的概括了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于新创企业生产率、企业选址及企业存货等方面均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参照吉亚辉等[28]的做法，选择高速公路网密度作为高新区创业生态交通要素的测量变量。
	表1  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的变量设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度指标
	变量缩写

	结果变量
	创业活跃度
	工商企业注册数
	N

	前因变量
	人才要素
	科技人员数
	S&T

	
	
	城市人口数
	UP

	
	资金要素
	R&D投入
	R&D

	
	
	政府补贴
	GS

	
	市场要素
	出口额
	EX

	
	
	技术合同成交额
	TCT

	
	交通要素
	高速公路密度
	END

	注：结果变量用总数N表示，前因变量为相应英文缩写。
















综上所述，人才、资金、市场、交通四类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均能够对创业活跃度产生影响。其中，资金要素为高新区创业提供物质资本，为入驻高新区的企业创业提供保障；人才集聚能够有效地吸引资金，撬动风险资本，进而有效打开市场；市场要素则为三类要素的融合提供前提；交通要素为其他三类要素的协同提供基础设施保障。这四类要素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成为构建高新区创业生态的重要支撑，但这各类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资金要素能够加快企业成长，而企业成长也能为高新区带来收益，随后高新区可持续投入更多的资金要素；此外资金要素亦能加快企业技术成果的市场化，市场化带来的收益同样可以为 R&D 带来持续投入；等。因此，基于以上对影响创业的多种因素的分析，本文认为高新区创业生态中的人才、资金、市场和交通要素对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非独立，而是复杂关联，各生态要素之间存在的协同效应使得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或结构方程方法无法解决高新区入驻企业创业的多样化现实问题。据此，可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1：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由多重创业生态要素组合所决定；
推论2：单一创业生态要素是否在特定的路径中发挥影响，取决于其他要素。
3  研究过程
3.1  方法选取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源起于20 世纪 80 年代，是美国社会学家Ragin[29]提出的一种偏向案例研究的方法[30]。其基本思想是通过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探析多个前因变量的组合 (以下简称 “路径”) 如何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从而揭示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31]。QCA方法认为因果关系无法脱离特定情境而存在，因而关注于复杂多样的因果关系[32]。
QCA 方法的优势主要有3点：首先从因果关系而言，本方法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可使多个变量（或组合）同时出现并形成某条路径，突破了传统定量研究的对称性局限性思维；其次就路径结果而言，某个特定结果的产生可能并不只是唯一的组合或路径所导致，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其他组合或路径也能够导致同种结果，并非传统所追求的最佳路径选择，而这一方面一直是管理实践未被深入挖掘的概念和领域[31]；再者QCA可弥补常规定量分析无法深入个案和定性分析缺乏普适性的缺陷，既能对研究对象整体分析，也可进行研究对象的统计分析[32]，不再受限于少数案例的束缚，并能够对大样本间的复杂性因果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路径分析。此外，QCA 方法不仅适合100以上的大样本分析，也适合小案例研究。
综上，QCA方法采用整体视角，更为符合管理实践中对于因素相互依赖性和因果复杂性分析的需要，且其整体性与多维度特征更适宜分析战略管理（如创业）等关键问题[5]，有助于本文探索高新区创业活动背后的复杂因果本质以及寻找能够激活其创业的多条有效路径。QCA方法按具体操作方法可分为清晰集QCA ( CsQCA) 和模糊集QCA ( FsQCA) 。事实上，CsQCA只是FsQCA的一个特例，FsQCA具有更大的优势[33]，因此本文采用较为广泛使用的FsQCA进行分析。
3.2   数据收集
本文以《2016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为主要数据来源。“火炬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1988 年 8 月批准由科技部组织实施的，旨在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指导计划，《中国火炬统计年鉴》的数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实用性。
本文选取115 个高新区为研究样本，能够满足 QCA 方法的数据要求。结果变量为高新区注册企业数，数据采用《2016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工商注册企业数。前因变量中科技人员数量、出口额以及技术合同成交额数据均来源于《2016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城市人口数量以各高新区所处城市的人口为基准，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城市人口普查；高速公路网密度数据来源于国家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政府补贴数据来源于各高新区政府补贴报告以及高新区管委会。
4  实证分析
4.1  要素组合分析
基于本文通过 QCA 方法分别对各个创业生态要素中的变量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充分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如表 2 所示，其中：“～”表示“非” ( 即条件不存在) ；“×”表示“且” ( 即同时存在)。可见不同要素组合的一致性均大于 0.9 ，表明在人才要素中，科技活动的[S&T]×[UP]和[S&T]×~[UP]对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具有充分性解释，且通过对比可知科技活动人员相对城市人口的重要性较为突出，可见现阶科技人员仍是高新区发展及影响创业的人才支柱；同样在资金要素中，[R&D]×[GS]、~[R&D]×[GS]、[R&D]×~[GS]这 3 种组合均对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具有充分性解释，且通过对比可以发现R&D投入与政府补贴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程度相似，都能够发挥相应的激励作用；在市场要素中，[EX]×[TCT]、~[EX]×[TCT]、[EX]×~[TCT]这 3 种组合均对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具有较强充分性解释，且通过后 2 个组合对比可以发现出口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均较为重要，使得这一要素下的组合充分性解释无限接近于 1 。
	表2  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与创业活跃度关系

	维度
	要素组合
	一致性
	覆盖率

	人才要素
	[S&T]×[UP]
	    0.941
	0.886

	
	[S&T]×~[UP]
	    0.941
	0.857

	资金要素
	[R&D]×[GS]
	0.961
	0.885

	
	~[R&D]×[GS]
	0.922
	0.892

	
	[R&D]×~[GS]
	0.915
	0.870

	市场要素
	[EX]×[TCT]
	1
	0.002

	
	~[EX]×[TCT]
	0.997
	0.002

	
	[EX]×~[TCT]
	1.
	0.687














4.2 路径分析
本文采用Ragin[29]等人开发的FsQCA3.0工具分析 115 个高新区样本数据，最终得到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组合路径。沿袭Fiss[31]的观点，在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时将整体一致性大于 0.8 、路径的案例阈值大于 1 作为标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会得出三类解：简约解、中间解以及复杂解，一般而言，中间解优于其余两种解[30]。实证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高新区入驻企业创业路径

	变量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径4
	路径5
	路径6
	路径7

	S&T
	●
	
	●
	○
	
	
	●

	UP
	●
	●
	
	
	○
	●
	●

	R&D
	●
	●
	●
	○
	
	○
	

	GS
	
	
	●
	
	○
	●
	●

	EX
	●
	●
	●
	●
	●
	●
	●

	TCT
	●
	●
	●
	●
	●
	●
	●

	END
	
	●
	
	
	○
	○
	○

	CS
	0.97
	0.98
	0.97
	0.89
	0.94
	0.99
	0.99

	CV
	0.78
	0.71
	0.83
	0.45
	0.38
	0.36
	0.51

	OCS
	0.90

	OCV
	0.89

	注：1）○为前因变量水平较低；2）●为前因变量水平较高，其中●表示核心变量、● 表示非核心变量；3）空格表示前因变量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即此变量是否出现并不影响实验结果；4）CS表示一致性（consistency），CV表示覆盖率（coverage）；5）OCS表示总体一致性（overall consistency），OCV表示总体覆盖率（overall coverage）。


通过分析结果的中间解可以发现，创业生态要素组合共有 7 条路径可以提高创业活跃度，每条路径相应的样本群分布如表 4 所示。以路径 1 为例进行解释： S&T×UP×R&D×EX×TCT的原始覆盖率为0.78、一致性为0.97 ，表明高新区创业生态是由科技人员、城市人口数、R&D投入、出口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这 5 个变量组合形成的，即无论有没有政府补贴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只要高新区科技人员和区域人口数量多、研发投入大，且具备完善的出口市场和技术市场，企业更愿意选择入驻高新区发展。满足这一条件的77.92%的高新区能够产生良好的创业效果，如处于徐州、南京、无锡等城市的高新区。
	
表4  高新区入驻企业创业路径空间分布

	路径
	样本群
	区域分布

	路径1
	本溪、武汉、襄阳、大庆、秦州、阜新、齐齐哈尔、昆山、南京、无锡、徐州、镇江
	黑龙江、辽宁、湖北、甘肃、江苏

	路径2
	南京、徐州、镇江、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昌吉、白银、包头、营口、辽阳
	新疆、内蒙古、辽宁、甘肃、江苏

	路径3
	承德、阜新、徐州、齐齐哈尔、昆山、呼和浩特、杨凌、襄阳、成都、武汉、昌吉、唐山、营口、本溪、通化
	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北、内蒙古、江苏、四川、陕西、湖北

	路径4
	温州、肇庆、乐山、深圳、银川、新余、自贡、柳州、天津滨海、潍坊、合肥、延吉、西安、大连、马鞍山慈湖、江门、贵阳、新疆兵团
	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广东、贵州、新疆

	路径5
	新余、鹰潭、郑州、自贡、乐山、北京中关村、衢州、青岛、惠州、合肥、马鞍山慈湖、南昌、珠海、肇庆、江门、长沙、湘潭、广州、深圳
	浙江、江西、安徽、广东、湖南、河南、北京、山东

	路径 6
	泉州、贵阳
	福建及贵州省

	路径7
	泉州、淄博、宝鸡、杨凌、承德、桂林
	山东、陕西、福建、广西















以上路径分析结论表明：决定高新区创业生态的关键变量为出口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并且能够导致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路径中，路径 3 最佳，路径 1 和路径 2 组合次之，其余路径相对较差。
4.3 路径对比
对以上路径结果进一步分析，探析创业生态要素之间的协同互补作用。
（1）路径 1、路径2和路径3 的覆盖率较高，表明这 3 条路径属于高新区创业生态中的高效创业路径。这 3 条高效率路径中均有 3 个非核心要素投入，且在样本中以二线城市分布为主，涉及 11 个省，范围较广；同时说明二线城市高新区正通过加大创业生态要素投入鼓励创业，以创业推动高新区发展并带动城市发展，从而向一线城市靠拢。据此，这 3 条路径可为二线城市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投入提供依据。
（2）路径 4、路径5、路径6、路径7 覆盖率相对较低，这 3 条路径涉及 12 个省的样本高新区。其中，包括一线城市的北京中关村、广州、深圳的高新区，考虑到北京中关村高新区由于首都人口和企业逐渐趋于饱和且成本较高、竞争力较大，因而众多新创企业不选择进入；而广州和深圳作为发展机会较多的城市，整个城市的总体新创企业数量较多，但由于高新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因而新创企业选择直接进入城市而非高新区。较多二线城市高新区的创业活跃度不高，说明现阶段有一些高新区投入创业生态要素鼓励高新区入驻企业创业和发展并未取得相应的效果，这是由于忽略高新区之间的区域差异及要素禀赋所造成的，甚至存在盲目模仿现象。
（3）路径 1、路径2、路径3 中，路径 3 的覆盖率最高，且仅此变量组合的路径出现政府补贴变量，说明政府补贴对高新区创业活跃度仍具有促进作用，反映出政府对高新区创业生态的现有举措合理有效；同时相比市场要素中出口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可发现，高新区的创业发展正在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主导转变。同理，比较这3条路径中科技人员变量，可发现科技人员已成为新创企业选择高新区的重要考量，因此高新区应通过吸引和保留科技人才为创业生态提供良好的科技人员储备。此外，针对仅在路径 2 中出现的交通要素，可见交通要素并非创业企业的首要考量，因而高新区应在明晰重心的同时完善创业生态交通要素。
4.4  核心变量分析
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来确定核心变量与非核心变量，这是区分路径的重要依据，为了更好地研究类型学理论中的因果关系，本文引用核心变量与非核心变量的概念。核心变量是指本质上必须存在的变量，而非核心变量是非本质的、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即核心变量是与研究结果之间因果关联较强的条件变量，而非核心变量是与研究结果之间因果关联较弱的前因变量。如表 3 所示，出口额与技术合同成交额这两个变量在每条路径中都不可或缺，属于核心变量；其余 5 个变量在不同路径中均较多或较少存在，属于非核心变量。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从高新区创业生态中 4 个要素维度设计变量，包括城市人口数、科技人员数、 R&D 投入、政府补贴、出口额、技术合同成交额和高速公路密度 7 个显变量，以《2016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以 115 个高新区为研究样本，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中不同变量的组合创新能够形成多条高效创业路径，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两个推论，说明该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通过路径分析可以发现，高新区创业生态组合中路径 1 更为有效。从现状来看，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新区内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我国各区域高新区之间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高新区创业活跃程度也有所不同，因而，可以通过考察各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分布的情况，通过不同要素组合选择适宜的创业路径，提高不同区域高新区的创业活跃度。
（2）高新区创业生态中市场要素凸显。市场要素中的出口市场和技术市场作为高新区创业生态下引发良好创业活力的核心变量，存在于每条创业路径中，因此，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扩大出口市场和技术合同下的技术转移市场，为高新区内新创企业的进入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科技人员、政府补贴及高速公路网密度在高新区创业生态中仍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高新区应重视科技人员储备、交通便利程度及相关创业政策的制定，与市场要素中的两个核心变量共同作用，营造良好的高新区创业生态。
5.2  政策建议
（1）国家层面，亟需加快创业生态体系的构建步伐，根据不同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禀赋差异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措施，为不同区域的创业路径提供相应的指导政策，引导资金要素向高新区集聚、提供不同程度的高新区创业资金支持；同时，国家应重视市场要素的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为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夯实要素之基，推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早日实现整体性、格局性的重大变化，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新旧动能转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2） 高新区层面，要根据区域资源优势制定差异化战略，根据路径结果优化创业生态要素配置，实现区域发展科技、人才、生态深度融合，如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增大研发投入、提高成果转化率，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高新区应营造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文化才能吸引资金和留住人才，并与其它区域保持密切联系，发挥区域协同效应和互补效应，从而可以及时了解其他高新区的技术或市场，保持区域发展活力。
（3）新创企业层面，要准确评估高新区的创业生态环境，考量适合本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要素，避免盲目入驻，并且充分利用高新区中的各类创业生态要素，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创业路径；同时，企业需重视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坚持创新的厚积薄发，占据有利发展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新创企业间应加强企业间信息网络构建，充分鼓励人才个人与组织间进行充分交流，营造知识共享、共生、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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